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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美解读到民族精神的建构
———郭沫若对儒家文化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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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郭沫若一生崇儒，他对儒家文化精神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确立了原儒的基本精神为“动”的精神。 从五

四到抗战，郭沫若根据时代的需要，围绕儒家“动”的文化精神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更为具体的阐释，其阐释体现了从

审美解读到民族精神建构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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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一生崇儒，从早年不自觉的“《四书》、
《五经》每天必读”，到五四时期对包括孔子在内的

儒家的大力颂扬，再到晚年的拒绝批孔，我们都可以

清楚地看到郭沫若对儒家文化充分肯定和坚决维护

的立场以及他那深厚的儒家情结。 自五四时期开始

的郭沫若对儒家文化的自觉选择使我们颇为费解：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却并不像那时的

大多数文化人，譬如陈独秀、胡适、鲁迅那样，高喊

“打倒孔家店”，反而尊孔崇儒。 而且我们看到，郭
沫若对儒家文化的尊崇并未影响到他在文化领域的

战斗力，他在五四诗坛所掀起的狂飙突进运动，在抗

战历史剧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恰恰是儒家文化的

底气使然。
在一般人看来“内敛”、“含蓄”、“中庸”、“保

守”的儒家文化，到了郭沫若那里为何却变得如此

具有颠覆性、创造性和震撼力？ 原因大致有二：要么

是郭沫若误读了儒家文化，要么是儒家文化别有一

番意义。
对此，目前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是前者，认为郭沫

若对儒家文化存在诸多的误读，郭沫若眼中的儒家

文化，是他自己一种极为主观化、个人化的理解。 但

郭沫若本人并不这样认为，在郭沫若看来，一般人关

于儒家“内敛”、“含蓄”、“中庸”、“保守”等诸多看

法，并未获儒家文化之精要和真谛，反而是拘于后代

腐儒的偏见陋识。 对此，早在五四时期，郭沫若就感

叹“中国古代的思想大抵被秦以后的学者误解了”
［１］（２５７ 页）。 儒家思想也一样，他说：“儒家的现实

主义精神被埋没于后人的章句，而拘迂小儒复凝滞

于小节小目而遗其大体……儒家的精神，孔子的精

神，透过后代注疏的凸凹镜后是已经歪变了的……
于是崇信儒家、崇信孔子的人只是崇信的一个歪斜

了的影象。 反对儒家、反对孔子的人也只是反对的

这个歪斜了的影象。” ［１］ （２９３—２９４ 页）在郭沫若看

来，儒家精神的真义是客观存在的，它存在于三代以

前，他认为：“专靠《论语》，我们不会知道孔子。”［１］

（２５７ 页）确信并追寻儒家思想的真义，所谓原儒精

神，在五四时期并非郭沫若一人，当代新儒家的杰出

代表、与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西化派”针锋相对的

４６



“传统文化派”的鼓吹者梁漱溟，就持有与此类似的

观点。 梁漱溟也认为孔子的思想一直被后人所误

解，中国千百年来的儒学很少能反映孔子的真精神。
不过，如果从阐释学的观点看，对所谓掩藏于古代典

籍中的儒家精神真义的追寻，应属典型的“意图谬

误”。 我们很难说梁漱溟、郭沫若对儒家精神的阐

释，就是正确的、唯一的所谓“原儒精神”。 典籍或

文本是客观存在的，也正因为如此，对它的理解与阐

释就必然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所关心的是，郭沫若所谓儒家精神的内涵、

他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怎样的释读，以及他何以

要这样释读。 前者涉及郭沫若的儒家文化观和他的

文化立场，后者则涉及到他的文化策略。 弄清这两

个问题，我们可以对郭沫若的文化选择有一个较为

充分的了解。 下面，我们拟考察郭沫若的儒家文化

观，并结合上个世纪中华民族两个重要阶段———五

四时期和抗战时期，探讨其具体的文化策略。
一　 “动”的精神———郭沫若儒家文化观

从五四到抗战，郭沫若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看法

是一致的。
五四时期是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时代，半个多

世纪以来民族经历的危难，使一代知识分子放眼西

方，诘问传统。 其间，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西
化派”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派”，展开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中西之争”，而对以孔子为代表的

儒家文化的臧否，成为了两派思想见解的分水岭。
“西化派”重视的是以西方的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

文化，他们高喊“打倒孔家店”，对以儒家为代表的

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陈独秀认为：西洋民

族是以个人为本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洋民族则

以家族为本位，扼杀生命、压抑个性，因此，他主张

“以个人本位，易家族本位主义” ［２］ （１６７ 页）。 鲁迅

在《狂人日记》中将儒家文化所美化的家族、兄弟之

关系理解为“吃”与“被吃”的关系。 与此相反，“传
统文化派”则借对孔子思想的再阐释，试图维护以

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主导和尊严。 梁漱溟

认为，仅仅有西方的“科学”、“民主”是不够的，因为

它们无法让人明确根本的人生态度，要弄明白这一

点，必须在传统文化，尤其是重人伦的孔子思想中方

能获得启示。
郭沫若因留学日本，并未直接参与到这场论争

中。 但在基本的文化选择上，他走的是融通中西的

路子。 具体地说，郭沫若依据其中西文化的广阔视

野，结合时代精神，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崭新的阐释。
郭沫若将他的这种阐释称做追根溯源。 因此这种经

他阐释后的儒家文化，他称作原儒精神。
１９１５ 年，到日本留学刚一年，由于过度紧张的

学习生活，郭沫若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精神濒于

崩溃边缘，甚至想到了自杀。 就在这个时候，他接触

到了王阳明的著作，遂萌发了静坐的念头，于是他开

始一边静坐、一边阅读王阳明的著作。 随着神经衰

弱症的渐渐消失，郭沫若也从心底里与王阳明的哲

学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王阳明思想中深得郭沫

若青睐的内容，是依乎“天理”之运动法则，努力于

自我的完成与发展，也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一体，上
下天地同流”。 在《王阳明礼赞》一文中，郭沫若将

王阳明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二：
　 　 一万物一体的宇宙观：

　 公式———“心即理”。
二知行合一的伦理论：
　 公式———“去人欲存天理”：
工夫（１）“静坐”，
（２）事上磨练［１］（２９４ 页）

在郭沫若看来，“王阳明所解释的儒家精神，乃
至所体验的儒家精神，实即是孔门哲学的真义” ［１］

（２９４ 页）。 因此，以上两点在郭沫若看来，既是王阳

明的基本思想，也是古代儒家精神的全部。 先看他

对第一方面的理解，他将其中的“理”看作宇宙的第

一原因。 “理”是“是无，是道”，是本体，是普遍永恒

而且变化无穷的存在，所谓“亦静亦动”的存在［１］

（２９４ 页）。 这一存在既在“大人”之内心，又在自然万

物之中，因而它可表现为静态永恒的“诚”，也可表

现为变化无穷的“易”。 郭沫若引《易传》中的“生生

之谓易”，特别强调了这个宇宙本体的存在，以及它

“混然自存，动而为万物”合乎至善的“天行”的特

征。 尽管“道”的本性为动静不二，但郭沫若更为重

视的是其“动”的意义的发掘和阐释，并以此沟通

“天”、“人”。 他引述《易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认定“动”乃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之本

性，也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
　 　 我国儒家思想是以个性为中心，而发展自

我之全圆于国于世界。 所谓 “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这不待言是动的，是进取的。 ［３］
（１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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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一般人看来“内敛”、“含蓄”、“中

庸”、“保守”的儒家文化精神，经郭沫若的这番阐

释，却呈现出“进取”的、“扩张”的、“动”的特征。
而更令人称奇的是，儒家这种“动”的精神，被郭沫

若泛化为整个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
　 　 我们不论在老子，或在孔子，或在他们以前

的原始的思想，都能听到两种心音：
———把一切的存在看做动的实在之实现！
———把一切的事业由自我的完成出发！

［１］（２６２ 页）

而这种“动”的精神，实际上成为了他早期思想

中倍受争议的所谓“泛神论”思想的核心：
　 　 孔子的人生哲学是由他那动的泛神的宇宙

观出发，而高唱精神之独立自主与人格之自律。
［１］（２６０ 页）

正是依据以“动”的精神为核心的所谓“泛神

论”，郭沫若实现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

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的融通。 在谈到歌德的思

想时，他说：
　 　 第二，便是他的泛神思想。 泛神便是无神。
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

现。 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 人

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

死。 人到一有我见的时候，只看见宇宙万汇和

自我之外相，变灭无常而生生死存亡的悲感。
万物必生必死，生不能自持，死亦不能自阻，所
以只见得“天与地与在他们周围生动着的力，
除是一个永远贪婪、永远反刍的怪物而外，不见

有别的”。 此力即是创生万汇的本源，即是宇

宙意志，即是物自体。 能与此力暝合，则只见其

生而不见其死，只见其常而不见其变。 体之周

遭，随处都是乐园，随时都是天国，永恒之乐，溢
满灵台。 “在‘无限’之前，在永恒的拥抱之中，
我与你永在。”人之究竟，唯求此永恒之乐耳。
欲求此永恒之乐，则先在忘我。 忘我之方，歌德

不求之于静，而求之于动。 以狮子搏兔之力，以
全身全灵以谋刹那之充实，自我之扩张，以全部

精神以倾倒于一切！ ［３］（３１１—３１２ 页）

在上述这段被论者多次引用的文字中，郭沫若

涉及到了古今中外多种哲学思想与观念，诸如中国

传统儒道哲学，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斯宾若

莎的泛神论，尼采、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生

命哲学与直觉主义等。 郭沫若不是从纯学理的意义

上讨论这些哲学流派的思想与观点，从严格的意义

上说，这些哲学流派很难相提并论，但郭沫若通过他

这套散文化的笔调，将他们做了彻底的贯通。 这些

哲学体系得以贯通的中介，就是他反复强调的“动”
的精神，即他所谓的“泛神论”思想。

稍稍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之争的人都会知

道，无论是陈独秀、胡适等五四一代文化英雄，还是

守旧派辜鸿铭、杜亚泉等人，尽管他们在对待传统文

化的观点上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但关于传统文化，
特别是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特点，他们的看法

是基本一致的，都认为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西
方文明是“动的文明”。 只不过前者看到的更多是

消极的价值，后者看到的更多是积极的价值。 而在

这点上，郭沫若与二者都不一样，他虽然也看到了传

统文化静的一面，但他更多地强调传统文化、特别是

儒家文化“动”的精神，并声言：“我们要把动的文化

精神恢复转来，以谋积极的人生之圆满。” ［３］ （１５５

页）在这种“动的文化精神”下，儒家文化成为高扬

个性、鼓吹革命、积极进取的文化。
郭沫若对儒家文化精神的这一把握，其直接的

根源是他独特的阐释观，我们把它称做创造性的阐

释观。 在对传统经典的释读方面，他一向反对胶柱

鼓瑟般的奴隶式阅读。 他说：“一般经史子集的整

理，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

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 ［３］（１６１ 页）也就是

说，郭沫若倡导的是一种能发掘出新价值的创造性

阐释。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促使郭沫若产生对儒家文

化精神创造性阐释的冲动？ 我们认为，这种力量来

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他深厚的儒家情结，一是五四新

文化运动的感召。 这内外两种力量的作用，使郭沫

若对儒家“静”的一面视而不见，却将其“动”的精神

极端放大，并进行了充分的阐释。 而郭沫若有关

“动”的精神融贯古今的做法本身，根本上说明“动”
的精神虽由来已久，却是五四最最需要的时代精神。

郭沫若对儒家文化的创造性阐释肇始于五四时

期，这种阐释贯穿于他文化实践的整个过程。 下面，
我们拟围绕郭沫若基本的儒家文化观———“动”的

文化精神，考察郭沫若在上世纪我们民族最重要的

两个阶段———五四时期、抗战时期对儒家文化精神

的具体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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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女神》与儒家文化的审美解读

五四时期，郭沫若侧重于揭示和表达儒家文化

的审美意义，其解读基本上是审美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郭沫若是以诗人的身份

亮相的。 关于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新诗发展

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已经是举世皆知的事实。 从

较为广泛的意义上说，郭沫若对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是多方面的，他不但创立了一种令胡适等人均只能

望其项背的崭新诗风诗体，而且由此显现了一种令

人耳目一新的审美气象：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 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

球推倒。
啊啊！ 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 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

力哟！
啊啊！ 力哟！ 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

力的律吕哟！ ［４］（７２ 页）

这是一种经由自我的扩展和提升而泛滥乎宇宙

天地的壮丽景象。 它在当时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许

多学者都认为，《女神》中这种气势和力度更多地是

来自于异域的思想与文化。 朱自清就说，郭沫若的

“诗有两样新的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
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

抗的解释”［５］。 其实，如上所述，泛神论思想恰恰与

动的精神相关，在郭沫若看来，他们都是儒家精神的

表现。 包括上面这首诗在内的《女神》中那些激动

人心的诗篇，不过是“动”的儒家精神的诗化表达。
笔者曾在《“〈女神〉之谜”的破解》一文中谈到包括

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创化论宇宙观对《女神》的影

响，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古代天人合

一思想对五四郭沫若的影响［６］。 正是作为不断运

动的生命本体的“道” “气”成为“我”与自然、宇宙

融通合一的中介，“我”也才能不断提升、扩展，吞吐

日月、叱诧风云，在时代的感召下发出最强音。 用郭

沫若的话来说：“孔氏认出天地万物之一体，而本此

一体之观念，努力于自我扩充，由远而近，由上而下。
横则齐家、治国、平天下，纵则赞化育、参天地、配天。
四通八达，圆之又圆。 这是儒家伦理的极致，要这样

才能内外不悖而出入自由，要这样人才真能安心立

命，人才能创造出人生之意义，人才不虚此一行而与

大道同寿” ［１］（２９３ 页）。 郭沫若通过《女神》，正充

分展示了儒家文化精神的这种审美气质，完成了对

儒家文化精神的审美阐释。
其实，郭沫若在他这一时期的理论著述中，直接

就将儒家文化精神作为了颇具审美价值的对象来欣

赏的：
　 　 本体含有一切，在不断进化着，依两种相对

的性质进化着。 本体天天在向“善”自新着。
然而本体这种向“善”的进化，在孔子的意思，
不是神的意识之发露而是神之本性，即本体之

必然性。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生生

之谓易 ……阴阳不测之谓神”。
他以为神的存在与作用，不是我们的感觉

的知识所能测量的。 神是一切的立法者，而只

能统律感官界的范畴与规律是由彼所生，所以

不能范围彼。 “易与天地准（此句与字应解作

动词，准字应解作名词———原注），神无方而易

无体”。
由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于孔子得到一个泛

神论者。 而他认本体在无意识地进化，这一点

又与斯宾诺莎 Ｓｐｉｎｏｚａ 的泛神论异趣。 我们觉

得孔子这种思想是很美的。 可惜仅仅在名义上

奉行他的教义的秦以后之学者，好象没有把他

了解。 ［１］（２５９ 页）

斯宾诺莎泛神论作为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当
然无美可言，但孔子的泛神论（当然也是郭沫若的

泛神论）则是美学［７］，那是一种感悟生命、体验生命

而后的一种泛生命主义诗化哲学。 关于这点，还不

是郭沫若的一家之言，方东美也说“儒道两家观察

宇宙，皆去迹存象，故能官天地府万物而洞见其妙

用。 准此以言宇宙，则一切窒碍之体隐而弗彰，只余

艺术空灵胜景，‘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矣。” ［８］（３６７—
３６８ 页）

同样，在《王阳明礼赞》中，郭沫若用抒情的笔

调，给我们展现了一代鸿儒王阳明精神世界的壮美：
　 　 在明静的月夜中，在险恶的风涛上，一只孤

舟和汹涌着的死神游戏，而舟上的人对于目前

的险状却视若浮云之过太空，这是何等宁静的

精神，何等沉毅的大勇呢！ 孔子在陈绝粮、倚树

而歌的精神会连想到，耶稣在海船上遇飓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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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浪静止的勇气也会连想到吧。 ……他努力净

化自己的精神，扩大自己的精神，努力征服‘心
中贼’以体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气魄，……
他的精神我觉得真是如象太空一样博大，他的

生涯真好象在夜静月明中乘风破浪。 ［１］（２８８—
２８９ 页）

对于王阳明的精神与思想，这里没有理性的剖

析，没有概念的推导与归纳，有的只是境界的体验和

诗性的感悟。 以这种方式解读儒家精神，使我们少

了一位严谨的哲学家，却拥有了一位影响巨大的

“诗坛霹雳手”。
郭沫若五四时期对儒家文化精神的审美解读与

开一代诗风这二者之间，我们很难说清孰因孰果。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研究探

讨，郭沫若着重发掘的，还是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传统

文化精神的审美价值。 这当然与郭沫若应五四新文

化运动之呼而首先以青年诗人身份登上文坛有极大

的关系。 作为一名“偏于主观”的诗人，他当然更关

注新诗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其独特的审美趣味与

价值的锻造，而可能于其他方面视而不见。
三　 《屈原》等与民族精神的建构

《屈原》以及《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
《孔雀胆》、《南冠草》，是郭沫若抗战时期产生广泛

影响的历史剧。 这些历史剧，充分证明郭沫若文学

创作的第二个高峰的到来。
历史剧这一题材本身，要求创作者不单要有诗

的敏感与激情，同时也要有较为丰厚的学术修养和

严谨的态度。 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

国内的主要矛盾。 郭沫若一方面积极投身抗日救亡

的实际工作，另一方面也自觉地以文艺作品为武器，
开展文化抗战。 这一时期，郭沫若对儒家文化精神

仍一如既往地推崇宣扬。 但相比五四时期因文学革

新而对儒家文化精神的审美解读不同，在关乎民族

生死存亡的时候，审美是次要的，而民族精神的建构

则是主要的。 我们看到，郭沫若在他这一时期的研

究论著和演讲杂文中，在他所创作的一系列历史剧

中，都共同显示出一个基本的母题，这就是通过儒家

文化精神的阐释，建构我们的民族精神。
其实，建构民族精神自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以来，

就不断有人提到。 也许是反侵略战争的一次次失

利，洋人骂我们为“东亚病夫”，而我们自己也痛感

民族精神的委靡。 梁启超的《国民新灵魂》典型地

反映了这种心态：“吾国民之魂，乃不可得而问矣。
梦魇于官，辞呓于财，病缠于烟，魔着于色，寒噤于

鬼，热狂于博，涕縻于游，痁作于战，种种灵魂，不可

思议。 而于是国力骤缩，民气不扬，投间抵罅，外族

入之，铁鞭一去，无敢抗者，乃为奴隶魂，为仆妾魂，
为囚虏魂，为倡优魂，为饿殍待毙一息之魂……”［９］

为此，梁启超呼喊以“山海魂”、“军人魂”、“游侠

魂”重铸国人灵魂，振奋民族精神。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生死存

亡的严峻考验，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中国抗

日军民浴血奋战，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搏斗。 然而，在
侵略者的屠刀面前被吓破了胆的也大有人在，尤其

是被视作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 郭沫若为此深有感

慨：“中国士人的气节不知何以竟扫地到目前的这

样状态。 儿皇帝、卖国奴、大小汉奸层出不穷。”［１０］

（１５７ 页）同时，郭沫若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反

思：“推究其原因，大约终因是爱钱与怕死吧？” ［１０］

（１５７ 页）“老实说一句话，凡是聪明的人，我看，都有

成为大汉奸的可能。 多数人为什么没有出问题？ 只

是没有处到那样的环境。” ［１０］ （１８４—１８５ 页）与民族

的生死存亡相应，个人的生与死的问题，的确是郭沫

若这一时刻思考的焦点之一：“我们每一个人的确

应该加以考虑的，便是我们每一个人究竟是一个怎

样的死。 死这个生理现象，一般的人，委实说，似乎

都有点怕。 但不分质的怕，我看是错误的。 任何人

都免不了有一个死，你就怕也无益，早迟会有你生命

结束的时期到来。 死是人人所必有的东西。 切实的

说死倒应该是人人所有的财产。 ……同是一个死，
也要看你的用法如何，是要用得重如泰山，或者轻如

鸿毛，这是要全靠你自己的调度。”［１０］（２６１ 页）尽管

汉奸、卖国贼只是少数，但如果我们在精神在灵魂深

处没有形成对死的正确认识和态度，同样是非常危

险的。 基于此，郭沫若表达了自己对死的态度和认

识，并以儒家的“气节”相告诫：“欲免除危险最好是

凛烈自己的气节，要不受利诱，不受威胁，临到最后

关头争这一口气：不要怕死！”［１０］（１８４—１８５ 页）值得

注意的是，相较于梁启超，郭沫若在民族精神的建构

上更为重视本土儒家文化资源的挖掘。 在他这一时

期的历史剧中，通过发掘并高扬本就存在于儒家文

化中刚健雄强的哲学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的具体层

面———“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勇武，郭沫若致

力于对民族精神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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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沫若看来，原儒贯穿着“动”的基本精神，
“天行健”，君子参天地、赞化育，自当“自强不息”。
因此，由“动”的基本精神，必然导引出刚健雄强的

哲学精神，有这种刚健雄强的哲学精神的感召，人们

才能在具体的行为中显示出“杀身成仁”、“舍生取

义”的勇武。 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谓“志
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等，都可看成

是刚健雄强的哲学精神的具体行为准则。
从郭沫若抗战时期的 ６ 部历史剧来看，《屈原》

无疑是最有哲学意义的。 屈原没有直接面对惊心动

魄的搏杀，但他的身上正集中体现出原儒刚健雄强

的哲学精神。 尽管许多学者认为屈原与儒家思想体

系有一定的距离，但郭沫若在写于抗战时期的长篇

论文《屈原研究》中，却认定屈原为儒家一派，并就

其儒家的思想与立场进行了充分的阐释：
　 　 屈原在思想上便是受了儒家的影响，尧、舜
等一系列的幻想人物，以及由那些幻想人物所

化演出来的哲人政治的理想，他是完全接受了。
［１１］（６９ 页）

屈原思想很明显地是带有儒家的风貌。
［１１］（９０ 页）

屈原的道德节目也和儒家所理想的别无二

致。 ［１１］（９６ 页）

总之，在郭沫若眼里，屈原完全是原儒精神的代

表。 在《屈原》一剧中，屈原充分显示了原儒刚健雄

强的精神气质。 在开初的情节中，我们看到的是屈

原具体的思想层面：他尚气节、轻生死，不止一次地

称颂伯夷“饿死也不要失节”的精神，他写《橘颂》，
也是借橘讴歌“独立难犯的精神”，“生得光明、死得

磊落”。 随着剧情的推进，屈原吸引、打动我们的，
已经不再是这些形而下的具体信条，这些信条实际

有一个更内在的、更深邃的哲学精神做为坚强的支

撑。 这就是《雷电颂》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至大至

刚的伦理力量、那种我们久违的原儒精神：
　 　 啊！ 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东海，那浩

浩荡荡的无边无际的波澜呀！ 那浩浩荡荡的无

边无际的伟大的力呀！ 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

乐，是诗！
啊！ 电！ 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 我的

长剑被人拔去了，但是你，你能拔去我有形的长

剑，你不能拔去我无形的长剑呀。 电，你这宇宙

中的剑，也正是，我心中的剑。 你劈吧，劈吧，劈

吧！ 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劈开！
……

……火！ 你在天边，你在眼前，你在我的四

周，我知道你就是宇宙的生命，你就是我的生

命，你就是我呀！ 我这熊熊地燃烧着的生命，我
这快要使我全身炸裂的怒火，难道就不能迸射

出光明了呀？
但是我，我没有眼泪。 宇宙，宇宙也没有眼

泪呀！ 眼泪有什么用啊？ 我们只有雷霆，只有

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 这是

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 咆哮吧，
雷！ 闪耀吧，电！ 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

西，毁灭，毁灭呀！ ［１２］（２５４—２５７ 页）

无论是长江、东海和洞庭湖的奔涌，还是闪电雷

霆、狂风暴雨的怒吼，它们一律都是宇宙间流行的

“大力”与“生命”，这狂暴不羁的宇宙精神，既是“天
行”，也是效法天地的原儒之精神。 正如作者所言：
屈原是与雷电同化了。 那极具威势的风暴雷霆，都
无不对应着屈原的内在人格与意志，成为刚健雄强

的原儒精神的象征。 《雷电颂》的意义并不仅仅在

宣传爱国主义，它的根本价值是通过对原儒精神的

创造性阐释，完成了民族精神的建构。
如果说，《屈原》一剧主要是从哲理的层面突出

原儒精神的刚健雄强，那么，《棠棣之花》、《虎符》、
《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剧，则主要通过

惊心动魄的场面和刀光剑影的搏杀，展示原儒精神

具体的行为层面———勇。 这些剧目大都展示了主人

公为了正义而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 聂政除掉奸

佞，同时把自己的眼皮、耳朵、鼻子都割了，然后才割

破自己的脖子。 高渐离尽管惨遭宫刑并且双目失

明，但为了除掉暴君，他仍然一丝不苟地静心练筑，
直到最后悲壮的一搏。 这些英雄人物对死的态度，
正如聂政所说：“我是把我自己的生命看得和自己

身上的任何物品一样，只要用在得当的地方，我随时

可以送人。”［１２］（７３ 页）

郭沫若在早年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一文

中指出：“净化自己，充实自己，表现自己，这些都是

天行，不过天能自然而然，吾人便要多大的努力。 这

种努力，这种坚固的意志，便是他（按：指孔子）所谓

的勇。 不自欺与知耻，是勇，然是勇之初步。 进而以

天下为己任，为救四海的同胞而杀身成仁的那样的

诚心，把自己的智能发挥到无限大，使与天地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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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相比而无愧，终至于于神无多让的那种崇高的

精神，便是真的‘勇’之极致。”［１］（２６２ 页）

也就是说，原儒的“勇”是效法造化精神的结

果，而在这些剧本中又具体体现为与“侠”的结合。
这种精神气质郭沫若曾经通过对王阳明的礼赞表现

出来，认为王阳明“任侠气概是他淑世精神的根株”
［１］（２９１ 页）。 《棠棣之花》、《虎符》等剧中的正面英

雄均与“侠”相关。 聂政、高渐离自不用说，他们本

身就是武侠之士，而夏完淳，同样是“尚游侠，重义

气”，“生不辞党魁，死不辞刀锯” ［１３］ （４４３ 页），至于

信陵君、如姬、聂嫈、段功、阿盖等也无不具有侠肝义

胆。 豪侠之士“重然诺、轻生死”的任侠精神，渲染

了这些英雄人物形象，同时也强化了作者要凸现的

原儒的勇武。 这些人物既有侠肝义胆，又心怀作为

当时新思想的“仁”与“义”。 通过他们的慷慨赴死，
无一不表现出沉甸甸的“义勇”。 而这种“义勇”，恰
恰是抗战时期我们民族所最最需要的。

从审美价值的发掘到民族精神的建构，这就是

郭沫若对他所谓原儒精神阐释的轨迹。 此间，我们

可以清晰地看到，切合时代需要，挖掘本民族文化资

源，是郭沫若这一文化巨人的基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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